潜逃海外 不在法外

——以法治视角探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引渡路径

林健芬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内严打贪污腐败等职务犯罪，海外则展开大规模追逃追赃行动，境内“打虎”与境外“猎狐”双管齐下。本文避谈职务犯罪引渡问题所涉及的国际社会关系和国家外交政策，仅从法治角度探讨如何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引渡路径，以期用法律重拳打碎外逃职务犯罪人员的“避罪天堂”梦，为推动我国织就全球“天网”贡献绵薄之力。

    一、我国当前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现状与特点分析

（一）我国当前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现状

针对目前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数量及外流资金数额，笔者参考了几组不同时期的数据。2001年新华社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带公款500多亿元（也有报道称500亿美元）在逃。（１）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外逃资金，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总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２）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引述中国社科院数据的报告称：1995年左右到2011年，中国外逃党政干部、国有企业高层、驻外中资机构等单位外逃、失踪人员16000~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３）
   （二）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特点分析

笔者以2000年至2014年的15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25个被追回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案例为样本，（４）通过逐个比较各个案例的涉嫌罪名、涉案金额、外逃国家、追回手段以及判处结果，分析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及追回过程中的特点。

1.涉嫌罪名


图一
   25个研究样本中，由于其中5人涉嫌双重罪名，因而图中涉嫌各个罪名的人数总共达到30个。例如2006年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2004年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析饼状图可知，在各个职务犯罪涉嫌罪名中，贪污罪占比最高，达到34%，其次为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

2.涉案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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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由柱状图可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呈两头翘的趋势，早期的2000年~2003年涉案金额以几百万居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在金融、建筑等领域，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疯狂敛财，涉案金额触目惊心。例如2012年从加拿大遣返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涉案金额高达9.426亿元。

3.外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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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国家可谓遍布全球各地，由图三分析可知，外逃人员选择的外逃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加拿大、荷兰等未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第二类是我国周边及邻近国家，例如缅甸、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第三类是偏远的滨海或岛屿国家，如斐济共和国。

从图中可以发现，25个样本中，从美国追逃回来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只有1人，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国潜逃美国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数量少（事实上2015年发布的100人通缉名单中出逃美国的就达到了2/5），而是因为我国在美国追逃追赃难度大。以25个案例中的余振东案为例，我国在接受其异地追诉和辩诉交易的前提下，美国才同意将余振东遣返。

事实上，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并不都是常年蜷居一个潜逃地，而是闻风而动，在多个国家间逃窜，例如杨秀珠的出逃路线就是途径新加坡出逃美国，最后又辗转荷兰、美国、加拿大，最终在美国被逮捕。

4.追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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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引渡是“一国应他国的要求，将本国境内的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人，移交该请求国追诉和处罚的制度”。（5）在全球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引渡理应成为打击跨国犯罪最正规、最普遍的手段。从图四可以看出，25个研究样本中，我国针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回手段中引渡与遣返平分秋色，分别为4人，外逃人员主动自首为3人，而超过一半的外逃人员都是通过其他手段追回，也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开展刑事合作或者通过外交途径向被请求国寻求帮助。与引渡相比，遣返、劝返、异地追诉及其他手段在海外追逃追赃工作中的使用比例仍然偏高。例如美方于当地时间2015年5月28日确认将会通过遣送手段，择期将中国红色通缉令第一号女嫌犯杨秀珠送回中国。由此可见，目前引渡还未成为我国震慑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手段。

5.判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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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结果与涉案金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当涉及对外逃追回后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处理问题时，我国对该类人适用法律就可能受到对被请求国遵守个案承诺的限制，如不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死刑但不执行等。以“开平案”主犯余振东为例，他最后获刑12年就是我国尊重美方“辩诉交易”制度的结果。事实上，余振东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达4.82亿美元，而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个人贪污人民币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虽然我国尚未废除经济犯罪领域的死刑罪名，但实际上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犯罪领域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并不普遍。图五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2人分别为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会计陈新，执行死刑时间分别早在2005年、2003年。

   二、我国职务犯罪引渡路径的障碍性因素探究

（一）与我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有限

截至2014年11月，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共39个，其中已生效的为29个，生效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较多。相比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条约数110个，加拿大115个，我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为何我国双边引渡条约签订工作进程艰难？首先，有政治和外交上的因素。其次，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系统工程。谈判双方既要熟悉本国的法律制度，又要缜密研究对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寻求最大公约数。一些经济生活规则和法律体系的差异更是阻碍着双方达成共识，例如我国法律设有组织、领导传销罪，某些国家就可能并未听说或理解该罪。最后，我国在双边引渡条约谈判中对外承诺不够明朗。是否将死刑不引渡写入条约一直是横亘在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一大阻碍，而不明确所追缴赃款的分享机制也是无法调动被请求国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制度衔接不够紧密

外逃职务犯罪由外逃、职务、犯罪三个词组成，仅从字面理解，就涉及到了海关、纪检、司法至少三个部门。只有各部门紧密配合，才能使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现实很常见的一种办案情形是：某些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纪检部门调查或被“双规”过程中，趁案件未移交检察院而进入司法程序前就闻风而动，以各种“变通”方法通过海关以逃往海外。由于境外一般只会接受、配合已进入司法程序的引渡，在案件还未进入司法程序且人赃俱不在的情况下，我国在引渡这类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就会遇到极大困难。

现代引渡制度是司法性与行政性的结合，司法性是一国法治精神和原则的体现，而行政性则是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在引渡制度中的反映。（6）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必然都要寻求司法性与行政性的统一，尽量避免行政性等政治、外交因素对引渡工作的过多涉入。这也是本文着力倡导以法治视角探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引渡路径的主要原因。

三、以法治视角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引渡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深化司法领域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一个月七次在外交场合提到追逃追赃和国际反腐败合作。以法治视角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引渡路径是我国全面建成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一）积极推进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工作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条约前置主义，而这些国家往往是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的首选之地。因此，我国势必要推进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工作。

一方面，针对一直被视为引渡条约谈判中阻梗的“死刑不引渡”问题，我国不应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在经济犯罪领域废除死刑的大环境，但将“死刑不引渡”写入双边引渡条约不代表就是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减刑。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我国近十年来对被追回外逃人员真正执行死刑的情况并不普遍。相反，如果对死刑不引渡问题不作出妥协，则愿意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将会极大减少，从而使得我国追逃工作只能更多地依赖由政府对个案进行承诺换取遣返等手段，不仅花费成本高，而且如何保证不经司法审判作出的个案承诺程序的合法性与规范性也是一个难题。而引渡条约的签署能保证引渡手段在追逃追赃过程中的有效使用，不仅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还能将追逃追赃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此，我国应在保证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做出灵活务实的选择。事实证明，我国与西班牙、法国成功签署引渡条约就是最佳例证。

另一方面，针对条约谈判中的法律技术、法律制度差异等难题，我国应配齐配强专家队伍，特别是将对谈判对象国法律制度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型学者、在谈判对象国有丰厚工作经验的法律工作者、精通外国法律知识的翻译类人才等，吸纳到引渡条约谈判的队伍中，组成专项工作小组。

   （二）加快确立海外追逃资产的分享机制

理性经济人概念不仅适用于人，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利益的驱动，对于调动被请求国的协助积极性能起到很大作用。我国2005年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57条第4款规定“在通常情况下，接到请求的缔约国可以在返还没收的非法财产之前，扣除为此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同样在57条第5款中，《公约》建议缔约国“特别考虑就所没收财产的最后处分逐案订立协定或者可以共同接受的安排”。受固有观念的影响，我国目前在资产返还的比例或者合理费用的扣除方面还持保守态度。

任何人的努力都不是免费的，寄希望于国际社会“义务帮助”不切实际。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较为集中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等，普遍采取分享资产方式处理赃款。因此，尽早确立所追回资产的分享机制对于完善外逃职务犯罪引渡路径将大有裨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分享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我国海外追逃追赃分享机制的初步构想是将被请求国提供的协助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提供便利类协助，提供外逃者在该国境内住所信息，或提供其在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记录，或协助冻结涉案资产等协助，被请求国参与分享比例为5%~10%；第二类实质性协助，提供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证据，或在当地开庭审理并最终判决将没收资产返还我国，被请求国参与分享比例为10%~20%；第三类完成执行类协助，被请求国执法机关根据已生效判决或承认的我国已生效判决来协助我国完成涉案财产的执行，分享比例为10%~20%。以上三类情况根据被请求国贡献的实际大小或单独使用，或结合使用。

   （三）不断完善有关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大部分职务犯罪嫌疑人不仅凭借外逃时携带的大量赃款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往往将赃款作为他们负隅顽抗、逃避缉捕的资本。因此，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有关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推动引渡工作、提高引渡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

《公约》第57条第3款规定，提出追回被贪污、挪用的公共资产的缔约国必须提供法院的生效判决。我国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条款弥补了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空缺，无疑对推动海外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逃追赃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

大量数据表明，打击国内腐败犯罪方面，刑法固然有民法无法超越的震慑性，但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方面，刑法同样存在证据要求高、意识形态明显等局限性。在衡平法系国家，国家可以提起诉讼，没收腐败官员贪污所得的所有资产，特别是在腐败官员已经挥霍了这些贪污盗窃来的资产后，（7）国家也可以提出诉讼请求，以腐败官员违反“受托义务”为名，要求获得赔偿。（8）我国可尝试以职务犯罪发生单位或单位所在地政府为原告，向携款潜逃的贪官提出返回资产请求。法院通过完整的民事诉讼程序来作出生效的判决书，再在海外通过民事生效判决追缴外逃贪官的赃款，以推动引渡工作。引渡成功后即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追责。

   （四）借鉴欧洲经验 密切东盟国间的合作

欧洲统一逮捕令制度是欧盟于2002年通过并逐步在各成员国之间实施的一项代替引渡制度的机制。该项制度以刑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为基础，通过在成员国司法机构间直接传递逮捕令来移交犯罪嫌疑人和罪犯。（9）《2006年欧洲统一逮捕令评估报告》显示，到2004年9月止，欧盟成员国共签发了2603个统一逮捕令，653人被逮捕，104人被移交。全部执行完毕的平均时间从起初的9个月降至43天。此外，如果被请求人同意移交，整个程序平均只用13天。（１0）
我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在引渡方面合作频繁，且各国之间法律制度具有求同存异的空间。因此借鉴欧盟经验，寻求我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相信将是有益而可行的尝试。借助东盟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优势，签署区域性国际司法合作协议，规范职务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办案程序。例如各成员国法院以签发统一格式逮捕令的方式，向他国提出移交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请求。被请求国可以多渠道移交，但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移送请求。以上司法合作协议下的工作机制，弱化了政治审查色彩，强化了引渡的司法权属性，可使海外追逃追赃工作逐步跨入专业刑事司法领域。

作者单位:莲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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